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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选取 “２＋２６”城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基
于非期望产出下的ＳＥＳＢＭ模型测算各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面板门
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约束效应。结果表明：（１）“２＋
２６”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逐年上升且区域差异显著，但其变动值呈波动
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退步是主要原因；（２）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
存在非线性关系，过分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一定会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

（３）环境规制约束下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存
在差异，大部分城市没有达到环境规制的最佳实施效果，说明经济规模和技

术水平只有在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才能有效实现波特效应。因此，

“２＋２６”城市应该针对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差异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
在合理的环境规制约束下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规模，提高企业能源

利用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经济规模与技术水平对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双

重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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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但传

统粗放型发展模式的 “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特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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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业经济发展的环境附加成本持续上升，成为制约我国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提高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是减少能源资源

消耗、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键举措。作为我国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在传统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背景下，能源紧缺与环境负外部性的影

响日益凸显。近年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雾霾频发的现实表明该区域工业发展与环境保

护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为此，国家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０１７年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和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８个城市
（即 “２＋２６”城市）① 列为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对该区域高能耗、高污染工业
企业进行重点治理 （程钰等，２０１９）。但是，在自上而下的政策环境下，“２＋２６”城
市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差异往往被忽视，出现了企业简单关停、能源替代直接粗暴等

“一刀切”问题，以及各自为政、效果不一等政策 “孤岛”现象，致使环境政策失灵。

在考虑区域环境压力异质性的基础上，如何合理制定政策组合才能提升环境规制对能源

效率的驱动作用？如何理解环境规制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路径多样化？识别这些问题，对

提高区域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实现区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推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有关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已取得大量卓有成效的成果。能源效率的测度方式主

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仅从期望产出和能源投入角度考虑所得比值，即单要素能源效

率，该方式计算过程简单，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适用于计算多投入、多产出下

的能源效率 （黄杰，２０１８）；二是考虑多投入、多产出角度下进行能源效率复杂计
算，相较于前者，这一方法弥补了单要素能源效率无法考虑要素间替代作用的缺陷，

能够准确测算多投入、多产出的能源效率 （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随着研究的深入，部
分学者开始将废水、废气等非期望经济产出引入效率测度框架中，以避免全要素能源

效率测算产生的偏误 （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常用的测度方法主要有随机前沿函数
（ＳＦＡ）和数据包络分析 （ＤＥＡ）两类，随机前沿函数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事先确定生
产函数形式，并且其产出类型具有唯一性，导致该模型难以处理多产出问题。而

ＤＥＡ模型摆脱了生产函数的束缚，并且解除效率值小于１的限制，能够进一步比较
效率前沿面的样本差异。相比较而言，ＤＥＡ模型测度方法更加合理科学。另外，学
者们针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因素也展开多角度研究，一般认为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演

进过程中受到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产业集聚、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 （罗会军等，２０１５）。而环境规制作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外部驱动因素，近年
来已成为环境经济管理、能源经济等领域的研究热点 （杨先明等，２０１６；李珊珊、
马艳芹，２０１９），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会忽略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４９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① ２０１５年，《京津冀空气重污染预警会商与应急联动工作方案》首次确立以北京、天津２座直辖市为中
心，廊坊、保定、唐山、沧州４座河北地级市为主的 “２＋４”大气污染治理核心区。而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力度
的加大，到２０１７年初，原环境保护部将 “２＋４”城市扩大为 “２＋２６”城市，新加入的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石家
庄、邢台、衡水、邯郸，山西省的太原、长治、晋城、阳泉，山东省的济南、淄博、聊城、菏泽、滨州、德州、

济宁，河南省的郑州、开封、濮阳、新乡、焦作、鹤壁、安阳，统称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与环境能源的公共特性，政府采取环境管制干预措施有助于促使企业考虑外部成本因

素，实现决策行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吻合 （ＴｈｏｍａｓａｎｄＣａｌｌａｎ，２０１０）。目前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方面，已有文献结合环境经济理论、计

量经济模型以及空间分析法从宏观与微观空间层面、直接影响与中介效应等维度出

发，研究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 （雷玉桃、游立素，２０１８）、水资源效率 （孙才志、赵

良仕，２０１３）以及全要素生产效率 （张建清等，２０１９）的影响机制。
关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说、案例分析和

模型设定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提

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上环境规制不仅能够降低生产过程中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还可以降低能源消耗，提升能源效率，抵消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生产成本，达到经济

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局面 （万伦来、童梦怡，２０１０；王艳丽、钟奥，２０１５）。第二
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抑制全要素能源效率。严格的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加大环境污

染治理投资力度，挤占企业用于生产活动的流动资金，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

速度、扩张规模以及经济产出发生停滞，进而抑制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 （Ｗ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９４；尤济红、高志刚，２０１３）。第三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全要素
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非线性、滞后性。非线性表现在环境规制在不同的强度区间和不

同的规制组合下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异质性作用，如Ｕ型或倒Ｕ型的非线性关系
（郭文，２０１６；王腾等，２０１７）。而滞后性表现在环境规制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
生积极效果，短期内的观察会低估环境规制的正向作用 （李鹏升、陈艳莹，２０１９）。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与渐进性研究上

作出贡献，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内在机理亟待深入探索与研究。全要素能

源效率能够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一方面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可能作用于纯技术效率上，即通过 “倒逼企业创新”实现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

技术；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又可能对规模效率产生影响，即限制生产规模、降低能耗强

度。同时，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一定的时间演化趋势，因此具有一定的时间累积性，

若不考虑全要素能源效率在各时间点间的联系，利用无时间关联的静态计量模型模拟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会造成分析结果与基本事实偏离。因此，本文

将采用ＳＥＳＢＭ模型分别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变动值，并对 “２＋２６”城市的全要
素能源效率进行分解，将其滞后项纳入门槛模型，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具体分析环

境规制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经济规模与技术水平作用机理，探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

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为完善环境治理政策体系以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ＳＥＳＢＭ模型
“２＋２６”城市政策的核心就是淘汰落后耗能设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提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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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因此，本文从提升能源效率的角度出发，探究

“２＋２６”城市的节能减排路径。
全要素能源效率是目标能源投入与实际能源投入的比值 （张少华、蒋伟杰，

２０１６）。其往往受到废气、废水等环境污染产出的约束，这些来自环境污染排放的产
出要素会降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际测算结果，被定义为非期望产出。传统的 ＤＥＡ
模型一般从角度和径向维度对其进行测算 （Ｃｈａｒｍ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７９），忽视了非期望产
出因素，难以解决要素松弛和投入冗余带来的效率结果失真问题。而 ＳＢＭ模型能够
实现对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区分，将 “多投入 －单产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测
度扩展为 “多投入－多产出”，解决了投入要素与产出要素的 “拥挤”或 “挤出”

现象。ＳＥ－ＤＥＡ模型与ＳＢＭ模型的有机结合，解决了ＳＢＭ模型不能比较有效决策单
元的问题。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的ＳＥＳＢＭ模型可表示为：

ｍｉｎρ＝
１－１ｍ∑

ｍ

ｉ＝１
ｓ－ｉ／ｘｉ０

１＋１ｓ∑
ｓ

ｊ＝１
ｓ＋ｊ／ｙｊ０

　　ｓｔ

ｘ０ ＝Ｘλ＋ｓ
－

ｙ０ ＝Ｙλ－ｓ
＋

∑ｎ

ｉ＝１
λｊ＝１，λ≥０，ｓ

－≥０，ｓ＋≥
{

０

（１）

其中，ρ表示效率评价值；ｘｉ０和ｙｊ０分别表示决策单元的第 ｉ个投入变量和第 ｊ个
产出变量；Ｘ和Ｙ分别表示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矩阵；ｓ－、ｓ＋分别表示投入和产出
冗余；λ表示权重矩阵。

（二）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模型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模型是由统计学家Ｆａｒｅ和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１９９０）提出，将非参数

线性规划与ＤＥＡ结合，分析研究期内全要素能源效率动态变化的方法。基于非期望
产出ＳＥＳＢＭ模型，构建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模型，可定义为：

Ｍｔ０（ｘ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ｄ
ｔ
０（ｘｔ＋１，ｙｔ＋１）／ｄ

ｔ
０（ｘｔ，ｙｔ） （２）

其中，ｄｔ０为ｔ时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ｘｔ，ｙｔ）、（ｘｔ＋１，ｙｔ＋１）分别为ｔ、ｔ＋１时
期的投入产出向量。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将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 （ＭＬ）分解
为技术效率变化 （ＥＣ）和技术进步 （ＴＣ），技术效率变化是指对现有资源的利用能力，
体现决策单元的管理能力，技术进步是测量决策单元技术效率的进步情况，即式 （３）：

ＭＬ＝ＥＣ×ＴＣ （３）

其中，ＭＬ大于１表示ｔ期到ｔ＋１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小于１为下降趋势，
等于１则表明没有变化。ＥＣ和ＴＣ为ＭＬ变化的来源，二者的指数变化趋势与ＭＬ相似，
大于１表示会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小于１则表示会降低全要素能源效率。

规模报酬可变时，技术效率变化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 （ＰＴＥ）和规模
效率变化 （ＳＥ），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可表示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
率变化的乘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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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ＥＣ×ＴＣ＝ＰＴＥ×ＳＥ×ＴＣ （４）

（三）面板门槛模型

ＳＥＳＢＭ模型中各投入产出指标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一定的内部影响，而环境
规制作为主要外部环境因素，其强度的高低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参

照屈小娥等 （２０１８）、徐建中和王曼曼 （２０１８）的做法，以全要素能源效率作为被解
释变量，以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分别构建以经济规模、技术水平为解释变量

的面板门槛模型。考虑到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存在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引入被解释

变量的滞后项，构建面板模型，并对选取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环境规制下经济规模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门槛模型为：

ＭＬｉ，ｔ＝αｉ＋β１ＭＬｉ，ｔ－１＋β２ｌｎｓｃａｌｅｉ，ｔ（ｌｎｅｒｉ，ｔ≤γ１１）＋β３ｌｎｓｃａｌｅｉ，ｔ（γ１１ ＜ｌｎｅｒｉ，ｔ≤γ１２）＋

β４ｌｎｓｃａｌｅｉ，ｔ（ｌｎｅｒｉ，ｔ＞γ１２）＋β５ｌｎｙ
２
ｉ，ｔ＋β６ｌｎｓｐｉ，ｔ＋β７ｌｎｔｉｉ，ｔ＋β８ｌｎｏｐｉ，ｔ＋β９ｌｎｃｉ，ｔ＋μｉ＋εｉ，ｔ

（５）

环境规制下技术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门槛模型为：

ＭＬｉ，ｔ＝αｉ＋β１ＭＬｉ，ｔ－１＋β２ｌｎｔｃｉ，ｔ（ｌｎｅｒｉ，ｔ≤γ１１）＋β３ｌｎｔｃｉ，ｔ（γ１１ ＜ｌｎｅｒｉ，ｔ≤γ１２）＋

β４ｌｎｔｃｉ，ｔ（ｌｎｅｒｉ，ｔ＞γ１２）＋β５ｌｎｙ
２
ｉ，ｔ＋β６ｌｎｓｐｉ，ｔ＋β７ｌｎｔｉｉ，ｔ＋β８ｌｎｏｐｉ，ｔ＋β９ｌｎｃｉ，ｔ＋μｉ＋εｉ，ｔ

（６）

式 （５）和式 （６）中，ｉ＝１，２，…，Ｍ；ｔ＝１，２，…，Ｎ；ＭＬｉ，ｔ表示全要素能
源效率；ｓｃａｌｅｉ，ｔ、ｔｃｉ，ｔ分别表示ｉ城市在第ｔ期的工业销售产值、人均 Ｒ＆Ｄ经费投入，
作为以上模型的解释变量；ｅｒｉ，ｔ表示环境规制强度，作为以上模型的门槛变量；其余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αｉ、μｉ和εｉ，ｔ分别表示截距项、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四）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算
本文以由ＳＥＳＢＭ模型测得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的

全要素能源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其投入产出指标选取与界定如下。①期望产出：以各
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采用２０００年基期不变价格计算。②非期望产出：
国内外学者大多选用单一污染物衡量非期望产出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ａｎｄＴａｎａｋａ，２００７；Ｔｕ，
２００８），然而单一污染物在衡量地区环境污染程度上存在片面性，本文根据工业生产
中的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程度，选用工业ＳＯ２、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作
为非期望产出的衡量指标。③能源投入：以工业生产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８种主
要化石能源的消费量核算工业能源消费量，通过折标煤系数将各种能源换算为以吨标

准煤为单位的能源消费量，并进行加总得到各城市的工业能源消费总量。④劳动力投
入：采用年末就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⑤资本投入：采用资本存量来衡量资
本投入，并采用永续盘存法 （张军等，２００４）计算资本存量：

Ｋｉ，ｔ＝Ｋｉ，ｔ－１（１－δ）＋Ｉｉ，ｔ （７）

其中，Ｋｉ，ｔ、Ｋｉ，ｔ－１分别为城市ｉ在第 ｔ－１、ｔ年时的资本存量；Ｉｉ，ｔ为城市 ｉ在第 ｔ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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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实际资本投资增量，实际资本投资增量采用各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衡

量。δ表示资本折旧率，借鉴单豪杰 （２００８）的做法，取１０９６％作为统一值。统一
计算之后，为与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相一致，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并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的投资增长率 （ｇｉ，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对２０００年的资本存量进行计算，并用式 （７）扩展计
算其余年份的资本存量。２０００年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Ｋｉ０ ＝
Ｉｉ２０００

ｇｉ，２０００—２０１８＋δｉ
（８）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经济规模 （ｓｃａｌｅ）。具有较大工业规模的城市依赖能源消费，能源的大量消

耗能够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同时会诱导企业忽略环境效益，通过重复建设与低端产能

扩张的方式维持经济产出，使能源消费规模进一步攀升，加剧环境恶化，导致能源效

率下降 （师博、任保平，２０１９）。由于２０１１年之后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地

方年鉴不再公布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本文采用工业销售产值作为经济规

模的衡量指标。

（２）技术水平 （ｔｃ）。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减少企业对低端能源的依赖，调整能
源结构，开发新能源技术 （李力、洪雪飞，２０１７），同时绿色技术创新也是治理大气
污染有效方式之一。为探究 “２＋２６”城市技术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
本文采用工业行业人均Ｒ＆Ｄ投入衡量各城市技术水平，并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对各数据
进行平减，所得数据用以衡量各城市的技术水平。

３门槛变量
本文采用环境规制强度 （ｅｒ）作为门槛变量。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构造环境规制指

标是现有研究的主要做法，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方式主要包括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

法，考虑到各区域在环境税、污染物排放量、ＳＯ２去除率以及工业废水达标率等单一
指标上存在差异 （牛丽娟，２０１６）以及不同城市数据口径各不相同，本文选取 ＳＯ２
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以及工业固体综合利用率等指标，并采用熵值法综合计算得

到各城市污染治理指数，用该指数衡量各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各污染物处理效率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方向均为正向，因此

其表达式为：

Ｘ′ｉｊ＝（Ｘｉｊ－Ｘｍｉｎ）／（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９）

其中，Ｘｉｊ表示第ｉ个城市的第ｊ种污染物处理效率的原始值，Ｘ′ｉｊ、Ｘｍａｘ、Ｘｍｉｎ分别
表示该原始值的标准化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步，计算第ｊ类污染物在第ｉ个城市的比重Ｐｉｊ：

Ｐｉｊ＝Ｘ′ｉｊ／∑ｍ

ｉ＝１
Ｘｉｊ （１０）

第三步，计算第ｊ类污染物的熵值ｅｊ：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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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ｊ＝
－１
ｌｎｍ∑

ｍ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０≤ｅｊ＜１） （１１）

第四步，计算第ｊ类污染物的差异性系数ｇｊ：

ｇｊ＝１－ｅｊ （１２）

第五步，计算第ｊ类污染物的权重ａｊ：

ａｊ＝ｇｊ／∑ｎ

ｊ＝１
ｇｊ （１３）

第六步，计算第ｉ个城市环境规制强度ｅｒｉ：

ｅｒｉ＝∑ｎ

ｊ＝１
ａｊＰｉｊ （１４）

以上计算所用原始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

市统计年鉴，其计算结果如图１所示，从线性趋势线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强度在研究
期内总体呈上升趋势，同时整体水平在７５以上，体现出 “２＋２６”城市近十年来对
环境治理的重视。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２＋２６”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４控制变量
为降低变量遗漏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偏误，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１）经济发展水平 （ｙ）。工业经济活动伴随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为揭示经济
发展对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影响机制，参考以往学者的做法 （林伯强、蒋竺均，

２００９；汪克亮等，２０１３），本文选用人均ＧＤＰ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结合
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将人均ＧＤＰ二次项引入计量模型，以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对全要素
能源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２）生产要素规模 （ｓｐ）。工业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直接影响工业生产效
率，进而影响工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同时也可能存在生产规模扩大导致污染排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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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严重等问题。本文以工业产业人员投入作为生产要素规模的衡量指标，分析其对全

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３）产业结构 （ｔｉ）。第三产业发达程度是衡量国家产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周

健，２０２０），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其指标值越
大，表明产业结构越 “清洁”，工业污染排放越少，能源利用效率越高 （胡宗义、李

毅，２０１９）。
（４）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本文以 ＦＤＩ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对外开放程

度，考察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ＦＤＩ对能源效率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
ＦＤＩ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东道国能源效率，成为东道国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动
力；另一方面ＦＤＩ可能会导致低端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导致东道国沦为 “污染天堂”

并降低能源效率 （李江，２０１６）。
（５）城镇化水平 （ｃ）。本文以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城

镇化水平的提升反映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但同时也可能产生环境恶化、交通

拥挤等问题，导致城市能源消费激增、污染排放加剧。

５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为研究期。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等，部分城市缺失数据根据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进行校对

与补充，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 单位 样本容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经济规模 ｓｃａｌｅ 万元 ２８０ ４９９０９２０ ２１３２ ３２０２７１７４ ６３２５１１

技术水平 ｔｃ 万元 ２８０ ２１６９９ ６８３４９ １６０５２２ １０９８

环境规制强度 ｅｒ 无量纲 ２８０ ８２０２７ １１２６ ９７８４１ ５４８０９

经济发展水平 ｙ 亿元／人 ２８０ １７５５２５ ２５６６ １６６３９４１ １３６００

生产要素规模 ｓｐ 万人 ２８０ ４７３０６ １３１４ ７０２３３ １８５３

产业结构 ｔｉ ％ ２８０ ３７６３２ １３１９ ８０６ １７７３２

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 ％ ２８０ ２１１８０ ６４９２ ４２９９４ ８７１９

城镇化水平 ｃ ％ ２８０ ５０３０３ １３２４ ９１３１２ ２２３１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三、实证研究

（一）“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总体特征和效率分解
通过构建非期望产出下ＳＥＳＢＭ方向距离模型，本文借助ＤＥＡ软件ＭａｘＤＥＡ，得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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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２６”城市投入导向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见表２）。“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
效率差异显著，研究期内始终位于全要素能源效率前沿面的有北京与天津２座城市，
郑州、开封等城市仅在个别年份达到能源利用的有效水平，但多数城市存在能源无效

率问题。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为稳定期，该阶段
多数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持续低迷；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为增长期，２０１５年之后 “２＋
２６”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逐渐提高，尤其是北京、天津等大气污染防治的先行城
市，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河北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低的情况并未

得到根本转变，直到２０１７年，“２＋２６”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才整体回升。这可能
是由于原环保部等单位发布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０１７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首次提出 “２＋２６”城市的概念，明确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节能减排任务与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升了区域整体全要素

能源效率。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２＋２６”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城市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北京 １０００ １０６４ １０６４ １０６０ １０５８ １０５４ １０８６ １０８６ １１５５ １１３４

天津 １０００ １２７２ １２３９ １３０５ １１９５ １２６７ １３１２ １３８２ １７３０ １７８２

石家庄 ０２２１ ０２６７ ０２６９ ０２７８ ０３０９ ０３０３ ０３５９ ０３６２ ０５０３ ０４３５

唐山 ０１３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６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７ ０１９７

廊坊 ０５４０ ０５６７ ０４３３ ０４４７ ０４３３ ０４４３ ０４４２ ０４８７ ０５７１ ０５６８

保定 ０５２０ ０６９４ ０５６７ ０６４３ ０７０２ ０６７８ １０２８ １０９９ １３２９ １３４１

沧州 ０４５０ ０４７５ ０５２１ ０５１０ ０５００ ０５１１ ０５３３ ０５４９ ０６１６ ０６５３

衡水 ０４５０ ０５２７ ０５１９ ０５２０ ０５２１ ０５２８ ０５５０ ０５９４ ０７７９ ０７２７

邢台 ０２７３ ０３１０ ０２９１ ０２９６ ０３３４ ０２８９ ０２８９ ０２９９ ０３９３ ０３３６

邯郸 ０１９６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１ ０２５４ ０４００ ０２９３ ０２３５ ０２４２ ０２９６ ０２７７

太原 ０４５１ ０４７１ ０４５０ ０４４６ ０４６２ ０３９７ ０３８３ ０３９０ ０４４４ ０４５６

阳泉 ０６４７ ０７９９ ０６４９ ０６５３ ０７０８ ０７５０ ０６５３ ０４８０ ０５２１ ０３７４

长治 ０２８６ ０３０４ ０２４１ ０２３１ ０２５１ ０２３４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８

晋城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３ ０３４９ ０３５６ ０３５６ ０３５０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１ ０２５８ ０２５１

济南 ０６４６ ０７３４ ０７７５ ０７６３ ０８７８ ０８９５ ０８９１ ０９５１ １５８９ １１４３

淄博 ０３１６ ０３１７ ０２３６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８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５

济宁 ０５３４ ０５７３ ０４９７ ０４５４ ０４８１ ０４５５ ０４１４ ０４３０ ０４８９ ０４８４

德州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２ １０３８ １０６８ １１８２ １１６３ ０９７６ １０４３ １０３６ １１２６

聊城 ０９１０ ０９１１ ０９７４ ０９５１ ０９３９ ０９５４ ０８４０ ０７９７ ０９５６ １１０５

滨州 ０９１１ ０９９１ ０９７８ ０９６２ ０９５４ ０９４１ ０８６４ ０７８５ ０７６１ ０８７０

菏泽 ０５１９ ０４３７ ０３８６ ０３２１ ０４３２ ０４７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３ ０２６６ ０３２２

郑州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３ ０８７０ ０８３６ ０８２９ ０８０３ ０８２７ ０９１７ １３０８ １５０２

开封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９ ０８８７ ０８１０ ０８０５ ０７９８ ０６８０ ０７４１ ０８０７ １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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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安阳 ０３９４ ０４３１ ０４０３ ０４０９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４ ０３９２ ０３９３ ０４７３ ０４３８

鹤壁 ０５１０ ０５３９ ０４９５ ０４８９ ０５６１ ０５６８ ０６４０ ０６９８ ０６８４ ０７４４

新乡 ０５１４ ０６２３ ０６０１ ０６２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５７ ０６５８ ０６５９ ０８６４ ０８３４

焦作 ０５６４ ０６１４ ０６０８ ０６５０ ０６９９ ０７２２ ０７１１ ０７２０ ０７８１ ０７２９

濮阳 ０３３２ ０３６０ ０３４０ ０３３７ ０３５２ ０４５８ ０４７７ ０５５４ ０６５３ ０８２１

均值 ０５６１ ０６０９ ０５７３ ０５７０ ０６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５８１ ０５９６ ０７０６ ０７１９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本文进一步采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模型计算 “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值
（ＭＬ），并对其进行分解，结果如表３所示。整个研究期内，各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
率变动值普遍大于１，说明 “２＋２６”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得到提升。而全要素能
源效率变动值小于１的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山西省的长治，以及山东省
的菏泽、淄博。其中，石家庄、唐山的纯技术效率 （ＰＴＥ）大于１，规模效率 （ＳＥ）
小于１；长治和淄博正好相反；菏泽的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则均小于１。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变动及分解

城市 ＭＬ ＴＣ ＥＣ ＰＴＥ ＳＥ

北京 １０２２ １０１４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８

天津 １０６０ １０５３ １００７ １０１７ ０９９０

石家庄 ０９９２ １０３７ ０９５７ １０４８ ０９１４

唐山 ０９４８ １０４９ ０９０４ １００９ ０８９６

廊坊 １００４ １０４１ ０９６４ ０９７６ ０９８９

保定 １１６４ １０８１ １０７７ １０５１ １０２５

沧州 １０５４ １０４３ １０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１

衡水 １１００ １０６０ １０３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８

邢台 １０６３ １０３４ １０２８ ０９９７ １０３１

邯郸 １０４８ １０６０ ０９８９ １００５ ０９８４

太原 １０２５ １０５１ ０９７５ ０９５９ １０１６

阳泉 １４１９ １０５４ １３４６ ０９１９ １４６４

长治 ０９９０ １０４０ ０９５２ ０９２７ １０２８

晋城 １０８０ １０３８ １０４０ ０９２８ １１２１

济南 １１１１ １０５１ １０５７ １０２７ １０３０

淄博 ０９４１ １００７ ０９３４ ０９３２ １００２

济宁 １００４ １０３１ ０９７４ ０９７０ １００４

德州 １０４７ １０３５ １０１２ ０９８９ １０２３

聊城 １０７２ １０３７ １０３４ ０９８５ １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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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ＭＬ ＴＣ ＥＣ ＰＴＥ ＳＥ

滨州 １００２ １０３９ ０９６４ ０９５７ １００７

菏泽 ０９７８ １０２３ ０９５６ ０９６０ ０９９６

郑州 １０４７ １０８４ ０９６６ ０９７６ ０９９０

开封 １１４７ １０６５ １０７７ ０９６５ １１１６

安阳 １０３９ １０２７ １０１２ ０９９２ １０２０

鹤壁 １２１１ １０３６ １１６９ １０２６ １１３９

新乡 １０３７ １０４０ ０９９７ １０２５ ０９７３

焦作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４ ０９９７ １００５ ０９９２

濮阳 １２２９ １０９２ １１２５ １０１９ １１０４

均值 １０６７ １０４５ １０２０ ０９８８ １０３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鉴于所有城市的技术进步 （ＴＣ）均达到效率前沿水平，本文仅从全要素能源效
率 （ＭＬ）、纯技术效率 （ＰＴＥ）、规模效率 （ＳＥ）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见图２）。可
以看出， “２＋２６”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呈现波动下降趋
势。根据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效率分解来看，规模效率除２０１６年小于１外，其余年份均
达到效率前沿水平，说明 “２＋２６”城市的工业生产规模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贡献较
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小于１，主要受纯技术
效率影响。能源的有效利用依赖要素投入与规模扩张，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离不开技

术支持，因此当生产管理水平出现退步时，全要素能源效率随之下降。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纯技术效率有所上升，同时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效率前沿水平，这与 “十三五”

规划纲要实施现代能源建设政策的时间吻合， “２＋２６”城市在能源供给结构优化、
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的工作上取得成效，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改善，但纯技术效率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规制的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 “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的成因，本文根据各城市技术

效率分解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效率前沿面 （效率值 ＞１０）为临界点将“２＋
２６”城市分为双高型、高低型、低高型和双低型四类 （见图３）。双高型城市整体上
全要素能源效率较高，包括北京、济南、保定、濮阳、鹤壁、沧州、衡水。高低型城

市包括天津、石家庄、新乡、邯郸、唐山和焦作，这些城市的纯技术效率大于１，而
规模效率小于１，存在资源配置失衡和资金管理不当等问题，应当重视企业生产规模
的扩张，合理整合与配置资源。菏泽、郑州和廊坊属于双低型城市，亟须从技术与规

模上进行调整，既要合理调配工业企业资源，又要兼顾工业技术进步。值得注意的

是，低高型城市数量的比重接近５０％，这些城市的纯技术效率水平约束着全要素能
源效率的提高，可能是过去几年这些城市过于依赖能源资源要素的投入，导致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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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产的高污染和低能效，同时也挤占了企业有限资金的使用，因此低高型城市需要提高

企业资源调配能力和资金管理水平，使纯技术效率的提高能够获得足够的物质与资金

支持。

图３　 “２＋２６”城市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从图４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
系，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不一定高。例如淄博与阳泉的全要素能源

效率均未达到效率前沿水平，但淄博的环境规制强度要远远高于阳泉。环境规制强度

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异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环境规制强度

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当然，要深入探究 “２＋２６”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对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还需要分角度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规模效率与技术水平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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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２６”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检验

环境规制由于自身的约束性与激励性，会通过影响生产规模与技术投入等对企业

能源使用产生影响，因此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与环境规制强度密切相关 （杨志江、

朱桂龙，２０１７）。本文基于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的研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别就经济规
模与技术水平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展开研究，探讨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经济规模

与技术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以研究期初与期末的环境规制强度变动测评

各城市的环境规制实施效果。

从表４可以看出，经济规模与技术水平存在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以经济规模为解
释变量时，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检验分别在１％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而
以技术水平为解释变量时，环境规制仅有单一门槛显著。即经济规模对全要素能源效

率存在双重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双重门槛值分别为４３５５和４５７６；而技术水平对全
要素能源效率存在单一门槛限制，单门槛值为４２５１。

表４　环境规制面板门槛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门槛变量 解释变量 门槛数 门槛值 Ｆ值 １％ ５％ １０％ ９５％置信区间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次数

环境规制 经济规模
单一 ４３５５ １３３５９ １０９６４ ７２９２ ５７４９ ［４０９７，４５５７］ ３００

双重 ４５７６ ２８３７ ２０１７０ １１４８７ ８９１３ ［４３９５，４５７６］ ３００

环境规制 技术水平
单一 ４２５１ ６１３４ ６６６９ ５０３０ ３５６５ ［４０９７，４５５８］ ３００

双重 ４５７６ ００９１ １７４４６ １４４５８ １２７１５ ［４４０４，４５７６］ ３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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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见表５）表明，考虑到环境规制因素后，经济规模与
技术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动态面板模型的预期结果并不一致，二者对全要

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果均不呈现单纯的线性影响。

（１）经济规模边际效应先减后增。当环境规制强度≤４３５５时，经济规模影响系
数为００４９且在５％的水平下显著。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上升到４３５５～４５７６的区间
内，经济规模系数有所下降，说明该区间内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对经济规模的正向边

际效应产生抑制作用，导致经济规模无法充分发挥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当

环境规制强度大于４５７６时，经济规模影响系数为００６９，相较于上两个阶段有了大
幅度提升，即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此阶段时，经济规模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正向影响

最大。整体而言，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２＋２６”城市的经济规模对全要素能
源效率的影响呈现 “Ｊ”型关系。可能的原因是 “２＋２６”城市重工业企业主要依赖
于能源投入、生产规模扩张等手段来提升经济效益，这样势必会抑制环境效益从而降

低全要素能源效率。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规模的正向作用受环境政策实施时间长短的

影响而存在差异，短期内由于政府在环境规制强度设定与规制工具组合上的不成熟，

往往采取简单关停等强硬的环境治理措施，造成地方经济效益下降，使得环境规制实

施效果不佳。随着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规制强度得当和规制工具合理的环境治理体

系，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张与能源要素投入等行为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开始得

以充分发挥。

（２）技术水平边际效应受限于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区间。与经济规模相比，技
术水平的环境规制门槛值较低，说明技术水平相较于经济规模更容易跨越环境规制强

度的门槛约束，发挥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４２５１时，
技术水平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在此区间内技术水平抑制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

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逐渐越过门槛值，系数由负变正，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可

见，技术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 “Ｖ”型关系。可能的原因是，研究期初工
业企业内部存在设备老化、技术低下以及人才比例失衡等问题，在相对宽松的环境规

制下，政府干预无法起到 “倒逼创新”的作用，企业在遵循成本效应与技术创新风

险性的驱动下维持原有的生产模式，导致全要素能源效率下滑；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

的提升，通过环境规制对高耗污染型企业的淘汰以及生产模式的更新，技术水平对全

要素能源效率开始呈现促进作用，同时政府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推广力度以及对中小型

企业的能源补贴、技术研发补助投入，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有效改善了企业的

用能结构、用能技术以及污染治理能力，进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基于跨越门槛值情况，对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８年 “２＋２６”城市的环境规制实施效果
进行分析 （见表５）。２００９年，“２＋２６”城市大都克服了阻碍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门
槛约束，但环境规制强度整体上较低，依然存在能源资源的过度使用与能源投入要素

结构不均衡等问题，经济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实现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最优提升。２０１８
年，“２＋２６”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整体提升，其中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环境规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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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佳，能够实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的协调驱动，促进全要素能源

效率提升。石家庄、唐山、廊坊等２２个城市经济规模的正向促进在环境规制的作用
下不增反降，表明这些城市发展的重心逐渐由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使得环境规制

约束下经济规模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进由高度促进转为中高度促进。环境规制具有

持续渐进性，这些城市应坚持并严格实施长期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努力通过环境规

制约束和规范企业能源过度消耗行为，循序渐进地提升清洁能源比重，缓解工业污染

物排放所带来的环境压力，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阳泉、济南的环境规制实施效果较

差，这两个城市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８年的环境管制强度均较弱，政府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监
管力度过低，造成环境规制失效，技术水平与经济规模无法充分释放对全要素能源效

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５　面板门槛估计结果与城市统计

解释变量 区间划分 系数
２００９年“２＋２６”各城市
跨越门槛值情况

２０１８年“２＋２６”各城市
跨越门槛值情况

ｌｎｓｃａｌｅ

ｌｎｅｒ≤４３５５
００４９

（１９８）

北京、唐山、保定、邢台、太

原、阳泉、长治、晋城、开封、

安阳、新乡、焦作

阳泉、济南、滨州

４３５５＜ｌｎｅｒ≤
４５７６

００４２

（１７９）

天津、石家庄、廊坊、沧州、衡

水、邯郸、济南、淄博、济宁、

德州、聊城、滨州、菏泽、郑

州、鹤壁、濮阳

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

邢台、邯郸、太原、阳泉、长治、晋城、淄

博、济宁、德州、聊城、菏泽、郑州、安阳、

鹤壁、新乡、焦作

ｌｎｅｒ＞４５７６
００６９

（２５２）
无 北京、天津、开封

ｌｎｔｃ

ｌｎｅｒ≤４２５１
－００１２

（－１９２）
北京、阳泉、晋城、开封、焦作 阳泉、济南

ｌｎｅｒ＞４２５１
０００２

（２３３）

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

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

太原、长治、济南、淄博、济

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

郑州、安阳、鹤壁、新乡、濮阳

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

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太原、长治、晋

城、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

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

濮阳

　　注：门槛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动态模型仅系数与显著性发生变化，系数符号未发生改变，回
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受篇幅所限，本文未列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括号内的值表示 ｔ值，、分别
表示在５％、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ＳＥＳＢＭ模型测度 “２＋２６”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结合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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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效率分解将样本城市分类，考察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对全要素能源效率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 “２＋２６”城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环境规
制约束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门槛模型，验证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

影响是否存在环境规制约束，并从各城市跨越门槛值的情况分析环境规制实施效

果。主要结论如下。（１）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逐年上升，但其变动值
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水平低下。未达到纯技术效率前沿水平的

城市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２）根据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是否有
效将 “２＋２６”城市划分为双高型、高低型、低高型、双低型四个类型。低高型城
市的数量高于高低型城市，比重接近５０％，说明 “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整
体的提升在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双高型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双低型城市

包括郑州、菏泽和廊坊３个城市。（３）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
用受到环境规制的约束。环境规制约束下，经济规模边际作用始终为正，但正向作

用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先减后增，存在充分发挥经济规模促进作用的环境规制强

度最优区间。而技术水平边际作用存在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位于第一区间时，技

术水平会抑制全要素能源效率，而跨越门槛后，技术水平的作用系数由负转正，开

始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２＋２６”城市仅北京、天津和开封达到环境规制的最优实
施效果，大部分城市仍需要及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调控。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节能技术改造投入，改进与提升装备工艺水平。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

和管理水平是提升 “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键路径，各城市应鼓励企业增
加技术改造投入，推广应用先进节能技术与装备，建立能源清洁利用技术中心、工程

中心和实验室，不断降低能源消耗规模和强度。同时深入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加

快节能技术成果转移与转化。

第二，限制高能耗型产业发展，不断优化能源消耗结构。“２＋２６”城市长期以
来以低端高耗型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导致能源利用率低下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产

业转型升级与能源结构调整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推手。在产业转型方面，地方

政府要围绕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方针，严格控制能耗较大的火电、石

化、钢铁等产业，支持优势企业兼并、收购和重组落后产能，鼓励企业加快生产设备

更新换代，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在能源结构方面，在现有节能财税政策上完善相关政

策，加大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支持力度，逐渐实现能源结构的

优化。

第三，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建立区域联控机制。“２＋２６”城市经济规模与技术
水平的差异与内部环境规制强度不匹配，使得环境规制无法充分发挥波特效应，合理

完善环境规制实施强度是 “２＋２６”城市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重要一步。应针对各
城市经济规模与技术水平所处阶段，制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动态环境政策，调整

不同类型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趋近各自最优规制区间，灵活利用绿色税收、绿色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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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税等政策工具。同时，应开展区域联合执法监察，定期开展重点行业、企业能

耗情况专项检查，实现 “２＋２６”城市能耗监管的协同联动。

参考文献

程钰、刘婷、赵云璐等 （２０１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与经济
社会驱动机理》，《经济地理》第１０期，第１８３～１９２页。

郭文 （２０１６）：《环境规制影响区域能源效率的阀值效应》，《软科学》第１１期，第６１～６５页。
胡宗义、李毅 （２０１９）：《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双重效应与门槛特征》，《中国软科学》第７

期，第６８～８０页。
黄杰 （２０１８）：《中国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资源科学》第４期，

第７５９～７７２页。
雷玉桃、游立素 （２０１８）：《区域差异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生态化效率的影响》，《产经评论》

第６期，第１４０～１５０页。
李江 （２０１６）：《要素价格扭曲、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能源效率的影响———以中国２６０个地级

市为例》，《城市问题》第８期，第４～１３页。
李力、洪雪飞 （２０１７）：《能源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能源强度与技术进步

视角的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工业技术经济》第９期，第６５～７２页。
李鹏升、陈艳莹 （２０１９）：《环境规制、企业议价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财贸经济》第

１１期，第１４４～１６０页。
李珊珊、马艳芹 （２０１９）：《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分解因素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

的视角》，《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２期，第５０～６２页。
林伯强、蒋竺均 （２００９）：《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管理

世界》第４期，第２７～３６页。
罗会军、范如国、罗明 （２０１５）：《中国能源效率的测度及演化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第５期，第５４～７１页。
牛丽娟 （２０１６）：《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影响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屈小娥、胡琰欣、骆海燕 （２０１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

吸收能力与制度环境的视角》，《现代经济探讨》第１０期，第６４～７２页。
单豪杰 （２００８）：《中国资本存量Ｋ的再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６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１０期，第１７～３１页。
师博、任保平 （２０１９）：《产业集聚会改进能源效率么？》，《中国经济问题》第１期，第２７～

３９页。
孙才志、赵良仕 （２０１３）：《环境规制下的中国水资源利用环境技术效率测度及空间关联特征

分析》，《经济地理》第２期，第２６～３２页。
万伦来、童梦怡 （２０１０）：《环境规制下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的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Ｓ２期，第６～７页。
汪克亮、杨力、杨宝臣等 （２０１３）：《能源经济效率、能源环境绩效与区域经济增长》，《管理

科学》第３期，第８６～９９页。
王腾、严亮、何建华等 （２０１７）：《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波特假

９０１

董会忠　韩沅刚：环境规制约束下 “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与提升策略



说的分解验证》，《中国环境科学》第４期，第１５７１～１５７８页。
王艳丽、钟奥 （２０１５）：《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创新能力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检验》，《统

计与决策》第１５期，第１３９～１４２页。
徐建中、王曼曼 （２０１８）：《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

分析》，《科学学研究》第４期，第７４４～７５３页。
杨先明、田永晓、马娜 （２０１６）：《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能源全要素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１２期，第１４７～１５６页。
杨志江、朱桂龙 （２０１７）：《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

证检验》，《研究与发展管理》第４期，第２３～３２页。
尤济红、高志刚 （２０１３）：《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新疆为例》，《资

源科学》第６期，第１２１１～１２１９页。
张建清、龚恩泽、孙元元 （２０１９）：《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科学学

研究》第９期，第１５５８～１５６９页。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２００４）：《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经济研究》第１０期，第

３５～４４页。
张少华、蒋伟杰 （２０１６）：《能源效率测度方法：演变、争议与未来》，《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第７期，第３～２４页。
周健 （２０２０）：《中国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及其滞后期研究》，《兰州学刊》

第６期，第９５～１０９页。
Ｃｈａｒｍｅｓ，ＡＷ，ＷＷ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ＥＬＲｈｏｄｅｓ（１９７９），“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６），ｐｐ４２９－４４４．
Ｆａｒｅ，ＲａｎｄＳ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１９９０），“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ｄｅａｌ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２４（１），ｐｐ６６－７２．
Ｈａｎｓｅｎ，ＢＥ（１９９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Ｎ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ｎｅ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９３（２），ｐｐ３４５－３６８．
Ｈｕ，ＪＬ，ＳＣＷａｎｇａｎｄＦＹＹｅｈ（２００６）， “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Ｗａｔ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３１（４），ｐｐ２１７－２３０．
Ｔｈｏｍａｓ，ＪＭａｎｄＳＪＣａｌｌａｎ（２０１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ｅｎｇ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ｕ，ＺＧ（２００８）， “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ｐｐ９３－１０５．
Ｗａｌｌｅｙ，ＮａｎｄＢ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９４），“ＩｔｓＮｏｔＥａｓｙＢｅ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７２

（３），ｐｐ４６－５１．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ＭａｎｄＫＴａｎａｋａ（２００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３５（１２），ｐｐ６３２３－６３３１．
Ｗｕ，Ｆ，ＬＷＦａｎａｎｄＰ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４９（１），ｐｐ１６４－１７２．

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２＋２６”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ＮＧＨｕｉｚｈｏｎｇ　ＨＡＮＹｕａｎｇａ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ｉｂｏ２５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２＋２６”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８，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ＳＢＭ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ｎｄｅｓｉｒｅｄｏｕｔｐｕｔ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ｅａｃｈ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１）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２＋２６”ｃｉｔｉ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ｙｅａｒｂｙｙｅａｒ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ｕｔ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ｕｅｓｈｏｗｓａ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ｎｐ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２）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ｓｔｃ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ｎｏ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ｂｅｓ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ｃａｎ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ｅｒｔｅｄ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ａ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ｒａｎｇ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２＋２６”ｃ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ｅ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ｄｕ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ＢＭ；“２＋
２６”Ｃｉｔｉｅｓ

责任编辑：庄　立

１１１

董会忠　韩沅刚：环境规制约束下 “２＋２６”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与提升策略


